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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 11月李铁涉嫌严重违法，接
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
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至2023年
8月，“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李铁受贿
案由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并案审查起诉”，李
铁涉嫌受贿、行贿、单位行贿、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系列
罪名——行贿收买比赛致对手“放水”达到
本方赢球升级目的，受贿安排球员在国字
号球队“镀金”，显然是这位原主帅最令球
迷深恶痛绝之处。

人大代表建议增设
“操纵体育比赛罪”
2010年，中国足坛第一次大规模“反腐

扫黑”，多位前国脚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罪”最终被判处6-8年有期徒刑。时隔14
年，由于我国刑法中缺乏专门规制操纵体
育比赛的规定，实践中仍以贿赂、赌博相关
联的行贿罪、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传统罪名
定罪。然而在足球比赛实践当中，相当一
部分不涉及“短期经济利益”的“默契球”和

“关系球”，已经无法用传统罪名进行准确
界定。因此，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
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建议增设

“操纵体育比赛罪”立法条款，维护体育比
赛公平和体育管理秩序安定，为建设体育
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据《中国体育报》报道，刘国永认为，当
前操纵体育比赛现象已经衍生出多元特
征：一是操纵体育比赛范围的扩大化，除了
公众较为关注的足球、篮球等项目外，台
球、乒乓球、羽毛球、棋牌、电竞、信鸽等项
目也逐渐开始有操纵比赛案件发生；二是
操纵体育比赛主体的团伙化，操纵比赛的
参与主体涉及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以
及体育官员、体育经纪人、赛场工作人员
等，他们之间相互分工、协作配合、内外勾
结、串通作案；三是操纵体育比赛方式的多
样化，以足球项目为例，比赛结果已不再是
操纵的唯一方式，一些比赛中红黄牌的数
量、先发阵容的名单、点球的人选等都开始
成为操纵比赛的方式；四是操纵体育比赛
形式的隐蔽化，一些参与操纵比赛的人员
精心设计操纵过程，为操纵行为披上“技术
性”“专业性”外衣，以符合比赛规则为幌子
掩饰、混淆、掩盖操纵行为，呈现出更强的

伪装性、隐蔽性。
“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立法条款更

迫切的原因在于，现在多个项目领域相关
案例数量呈增长趋势且并不亚于足球。”深
度参与刘国永代表两会建议的中国体育法
学会常务理事吕伟说，“比赛结果应该是不
可知的，但操纵比赛相当于人为设定了结
果，严重破坏了体育比赛的公平机制。”

现有刑法罪名无法对
广东省运会假球定罪
“操控竞技体育比赛行为，应该是指在

竞技体育比赛中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
从业人员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不正当
的手段操控比赛比分或胜负的行为。”深圳
大学研究员、城市体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桢
在研究中曾经收集过一组数据，2000年至
2017年，我国涉及操控体育比赛的相关刑
事案件共65件，合计138人次，涉案金额超
过10亿元，“操纵比赛的行为目的是获取非
法利益，这种非法利益既可以是数额巨大
的赌资，也可以是收受的贿赂，还可以是特
定的关系利益或者利益交换，由于这种行
为破坏了体育比赛公平公正的竞赛秩序，
所以危害性极大。”

多位体育法学专家表示，“操纵体育比
赛罪”立法条款，可以有效填补现行刑法规
制空白，最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
济管理秩序，“比如2022年引起全国球迷关
注的广东省运会假球事件，不存在权钱交
易，也不存在赌博（赌球），只是为了所谓

‘政绩’的‘默契球’，现有刑法罪名就无法
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吕伟说。

2022年广东省运会U15男足假球事件，
经广东省纪委监委调查组查实，最终对16
名党员干部严肃问责，相关人员亦受不同
程度禁赛处理——倘若“操纵体育比赛罪”
立法条款成立，则此类“假球事件”直接责
任人难以脱罪。

“操纵体育比赛严重破坏赛事公平机
制，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扰乱体
育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和观赛者合法权
益。”刘国永说，“世界多个国家均有专门针
对操纵比赛行为的立法规定，如今国内体
育比赛活动日益增多，操纵比赛现象频发，
因此建议我国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来实
现对此类行为的全方位打击，维护体育竞
赛的公平和体育管理秩序的安定。”

“操纵体育比赛”入刑
全球早有“他山之石”
正如刘国永所说，随着全球体育产业

边际不断扩大，“操纵体育比赛”的事件在
世界范围内都引起各地司法部门的高度重
视。2004年，年仅25岁的德国足球裁判霍
伊泽尔“决定”了一场足球比赛结果，最终
因涉嫌操纵比赛和赌球获刑2年5个月。

“霍伊泽尔案”不仅引起德国民众的关注，
也促使德国法学界对该案涉及的刑法问题
进行持续讨论。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林信铭在
《裁判员受贿操纵体育竞赛的刑法规制
——一个中德刑法的比较考察》中提及该
案例表示，当时，此类操纵比赛案件的刑事
追诉，《德国刑法典》第263条“诈骗罪”仅能
有限适用，第299条“商业交易中受贿与行
贿罪”则基本上没有适用空间，德国联邦政
府遂于2016年6月向联邦议会提交了关于
《体育赌博诈骗与操纵职业体育竞赛的可
罚性》的刑法修正草案，希望通过增设新的
罪名来填补处罚漏洞。2017年3月9日，德
国联邦议会决议通过该法案，在刑法典中
增订第265c条体育赌博诈骗罪、第265d条
操纵职业体育竞赛罪以及第265e条体育赌
博诈骗罪与操纵职业体育竞赛罪的特别严
重情形，这一法案（即第51次刑法修正法
案）自2017年4月19日起生效。

除德国外，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
本、意大利等体育法治相对发达的国家和
地区对操控体育比赛行为均进行了独立制
罪，尽管模式不同，但立法经验都值得借
鉴。王桢表示，其中，最具借鉴意义的是刑
法典制罪模式，代表国家除德国外，还有俄
罗斯、加拿大、塔吉克斯坦等。

比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84条规
定了操控竞技体育比赛贿赂罪，第1、2款规
定：“任何人收买或者企图收买竞技体育比
赛的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领导
人，试图影响他们所参与的体育比赛结果
的都构成此罪。”犯此罪将处罚金、强制性
社会公益劳作、劳动改造、拘役；第3款规
定：“运动员收受金钱、有价证券或其他财
产影响比赛结果的也构成此罪。”犯此罪将
处罚金、剥夺一定职务或从事体育比赛的
权利、拘役；第4款规定：“裁判员、教练员、
体育领导人收受贿赂操控比赛的构成此
罪。”犯此罪将处罚金、剥夺一定职务或从
事体育比赛的权利、有期徒刑。

“刑法典具有绝对权威性。因此，在刑
法典中独立制罪足见国家对于竞技体育公
平竞赛秩序保护的重视程度。”王桢的具体
建议，是以刑法典修正案的方式在我国刑
法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
第1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增加“操控竞
技体育比赛罪”。

“入刑”是关键举措
但不能只靠“入刑”

“操纵体育比赛的危害性绝不亚于兴
奋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副主席杨扬同

样谈及“操纵体育比赛的恶劣影响”，她结
合国际奥委会在反操纵体育比赛问题上的
处理办法，建议我国建立相应体系，以赛前
教育、赛中监控、赛后评估等环节保障体育
赛事公平、公正。

2014年1月，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刑警组
织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后，两大国际组织以
合作伙伴会议的形式为世界范围内多个国
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及博彩运营部门的不
同情况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同时，为组织及
个人提供“对抗假球、操纵体育比赛及其他
腐败行为”的研讨、宣教平台，杨扬作为“反
对操纵体育比赛宣传大使”多次参与活
动。“现实案例表明，运动员周围有很多潜
在风险，无意中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
必须提升运动员的相关意识。”杨扬说。

“相对兴奋剂违规，操纵体育比赛行为
更具隐蔽性。”吕伟认为，“操纵体育比赛”
入刑和“兴奋剂违规”入刑存在相似之处：
体育界自上而下对兴奋剂违规都高度警
觉，但推动反兴奋剂工作，依然需要筑牢法
律责任体系。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增设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重点
惩治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幕后推手”，这
标志着兴奋剂违法行为正式“入刑”——作
为适用范围更广的“操纵体育比赛罪”，绝
大多数体育法学专家认为增设这一立法条
款“迫在眉睫”。

王桢介绍，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了《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
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
确规定了涉兴奋剂犯罪的定罪量刑法律适
用问题，已经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增设
作了很强的前期铺垫。而增设“操纵体育比
赛罪”相当于“从零开始”，需要大量准备工
作，“‘入刑’时间一般来说会比较漫长”。

要遏制操纵比赛的现象，“入刑”是关键
举措，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王桢表示，刑
事处罚、行政执法和行业自律需要各司其
职，“当前，我们对操纵比赛的行为主要有三
种处罚模式，由行业协会作出的纪律处罚、
由体育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以及用传
统罪名进行的刑事处罚”，即便今后增设“操
纵体育比赛罪”，三种模式能否合理、高效衔
接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行业协会、体育主
管部门、司法机关需要共建衔接机制”。

以上赛季CBA季后赛为例，上海男篮
战胜江苏男篮晋级8强，决胜时刻，江苏男
篮连续“失误”的表现最终被认定“消极比
赛”，两队被取消2022-2023赛季比赛名次
和参赛资格，两队主教练也分别被禁赛五
年、三年，俱乐部总经理也受到处罚，但怒
气难消的公众对处罚结果依然不满——在
王桢看来，这表明纪律处罚和刑事处罚着
实有待进一步衔接。

“足球、篮球已经是我国职业化程度最
高的体育项目了。体育协会与体育行政部
门脱钩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市场活力，但
也带来了监管隐患，包括一些迅速崛起的
新兴小众项目。”吕伟说，“我们希望通过

‘入刑’等司法手段提升违法犯罪的成本，
同时以案示警，加快构建自上而下的监管
体系，治理的网要严、要厉，还要密，这样才
能符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基本要求。”

（摘自《中国青年报》）

“操纵体育比赛”
为何亟待“入刑”

3月18日，新主帅伊万科维奇带领26名国足球员由深圳飞赴新加坡，他们即将面对3月
21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36强赛客场挑战新加坡队的小组赛第三轮赛事。和3年前
国足前主帅李铁带队在苏州踏上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征程相比，球队主力框架已超
过半数易人——在深得民心的中国足坛常态高压反腐扫黑背景下，这一个拒绝暗箱操作的
世界杯备战周期，显然可以成为球迷期待这支球队“有所作为”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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